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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承载能力是资源环境领域持续近两个世纪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

但始终聚焦在人地矛盾与可持续性。本文构建了人地关系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国外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研究演化过程，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重

点方向。研究发现：① 国外承载能力概念根植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由资源供给、环境污

染、生物圈退化等矛盾扩展为人地关系系统性矛盾，经历了资源承载能力（始于19世纪）、环境

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然系统承载能力

（始于21世纪10年代）4个研究阶段；② 承载能力在国外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

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也可能存在不同应用场景与适用范围，且由于挂钩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技

术进步、市场机制与时空有限性等产生争议，因此其概念讨论与使用需加以约束和明确；③ 当

前中国承载能力研究与国外几乎同步，其优势在于人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尺度研究，

但在全球尺度、自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间。本文建议围绕学

科融合与理论、尺度效应与机理、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政

策体系与机制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继续深化创新中国特色承载能力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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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始终在改造自然，且强度与波及
范围在不断扩大[1]。人类社会在收获粮食、工业品和财富的同时，也受到了自然系统的负
面反馈。随着全球人口激增以及人类多样化需求的增长，人类社会与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之间的矛盾在局地乃至全球更大的尺度日益尖锐，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关的研究命
题逐渐进入了人类科学与决策视野[2-3]。从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20世纪70年
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90年代到 21世纪初生态韧性
（Ecological Resilience）、气候护栏（Climate Guardrails）、临界点（Tipping Points）等理
论，再到现阶段伴随着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科学发展兴起的地球边界 （Planetary
Boundaries）、安全公正空间（Safe and Just Operating Spaces）等概念与研究框架，无不
继承或蕴含着承载能力的科学逻辑[4-6]。尽管英文语境下“Carrying Capacity”这一词汇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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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争议，很多学者对知识技术进步与市场机制等作用下承载能力是否存在或可精确度量
产生争议，但承载能力作为一个经典且不断推陈出新的研究方向，始终是国内外学者长
期广泛关注的前沿命题[7]。

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主要
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针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生态等单项要素基本概念与研
究方法等研究进展的梳理，如土地承载能力[8]、水资源承载能力[9-10]、环境承载能力[11]、
生态承载能力[12-13]等。二是以承载人类不同生产生活的不同区域类型为主线，分析城镇、
农业地区、生态功能区、民族地区、海岛、旅游景区等不同类型区域承载能力的研究进
展，衍生出城市承载能力[14-15]、农牧承载能力[16-17]、旅游承载能力[18-19]、社会承载能力[20]、
海域（岛）承载能力[21]等概念。三是侧重于承载能力概念辨析、基本分类以及发展过程
的梳理与总结。如Sayre按照用途将承载能力分成了 4类，包括机械工程学上的承载能
力、用于畜牧与狩猎管理的载畜量、生物学中种群的增长极限，以及环境所能承载的人
口总量[22]。封志明等回顾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概念的源起与发展，从要素层面梳理了从
土地资源承载能力、水资源承载能力、环境承载能力（容量）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
过程[23]。当然，同样存在一些研究，以批评性的观点回顾承载能力的概念与演化过程，如
生态学家Dhondt在其早期评论文章中指出生态学中承载能力概念让人困惑，包含至少3个
不同的概念表达[24]。此外，承载能力研究涉及地理学、生物学、社会学、资源科学、生态
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已有的研究均突出了不同学科的视角。如Seidl等通过解析承载
能力在生物学、人口学和人类生态学中的形式、解释和应用，指出承载能力是一个复杂
的规范概念，受生态动力学、人类价值观和目标、制度设置和管理实践的共同影响[25]。

当前国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一个出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与领导人讲话中的科
学概念，并不完全对应或局限于英文“Carrying Capacity”的概念与研究框架，也包括继
承或借鉴“Carrying Capacity”的研究进展。近期政府层面具有影响力的承载能力研究，
无论是服务于灾后重建工作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26]，还是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
重点任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27-28]，或是当前作为支持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改
革的基础性工作——“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地理
学者均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地关系的科学，具有综合
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特点[29]。如何从地理学长期坚守的人地关系视角，对国外承载能
力概念的历史背景、学科基础、发展过程与当前主要趋势进行系统梳理，通过国内外对
比研究并结合当前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空间治理需求，探索当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
的重点方向，将有助于中国特色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深化与系统应用。由于这类研
究工作涉及学科庞杂，工作量巨大，虽迫切需要，但当前是极为少见。

本文将从地理学人地关系视角出发，探索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本概念与科学内
涵，进而建立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人地主要矛盾为主线，从历史背景、科学内涵、
学科基础、关键事件、代表性成果等方面，系统解析国外19世纪以来承载能力概念与研
究框架演化过程，归纳国外主要研究趋势。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总结国内承载能力研
究的优势与不足。最后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和空间治理的新需求，围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研究的关键难点，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重点研究方向。

2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人地关系分析框架

尽管目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本概念仍未统一，但几乎所有概念均产生于人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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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本体，用于描述承载体与承载对象的关系，指向了人地关系的分析框架[30-32]。从本体论
与认识论出发，解析人地系统的构成——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才能较为全面地解读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本概念（图1）。本文以Fan等[28]同时从自然基础条件与人类生产生活
活动两侧对承载能力的定义与科学内涵为基础，借鉴国内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30]、社会—
生态系统[31]、脆弱性[32]、人与自然耦合系统[33]等理论与研究框架，构建承载能力的人地关
系分析框架。

首先，从承载体来看，自然系统由大气、水、岩石、土壤、生物等基本要素构成，

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与生存环境。在探讨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时，自然

系统具有资源、环境、生态、灾害等基本属性，为人类社会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保障

或胁迫[34]。因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可定义为：作为承载体的自然系统或其构成基本要

素，能够维持自然系统可持续且安全运行的稳定区间[35]。而稳定区间取决于自然系统构

成要素中的最大短板，以及局部系统或要素联级需要修复的最大成本[29]。因此，承载能

力研究范畴包含人地系统中单项要素、多要素以及系统要素的研究。

其次，从承载对象来看，人类社会系统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行为主体

构成，通过感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及科技、知识与价值等基本制度规范联结的

整体系统[36-38]。当不同主体行为与制度规范等投影到区域或空间时，在不同空间位置会产

生功能分异，分化出城镇化、农业发展、牧业生产、生态服务、游憩等不同功能。不同

功能的可持续且安全供给，需要匹配相应的自然系统条件[39]。当自然系统条件给定后，

能够承载的人类社会不同生产生活功能的最大容量，包括牲畜、人口、经济或是基础设

施及文化容忍度等标量，也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概念[40]。因此，承载能力研究范畴同

样包括人口承载能力、经济承载能力、旅游承载能力、文化承载能力等不同概念。

图1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人地关系分析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context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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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人类社会系统，系统构成要素与局部状态都在发生变
异，有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有的是混沌运行，比如无法预测的极端天气、不可预期的市
场机制与技术进步。此外，不同要素、不同局部以及跨尺度系统之间均存在广泛的物
质、能量、信息等交换，如水—能源—食物关联关系、商品贸易产生的虚拟水，都会导
致承载能力评价与归因产生争议。因此，如何界定人地系统的边界、自然与人类社会系
统要素构成和运行机制、系统整体或局部多重稳态及阈值、系统代理与跨层级反馈能力
等，从而构建人地关系分析框架，是定义、认知和理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重要前提[41]。

3 国外承载能力概念与研究框架的演化过程

在人地关系分析框架构建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文献
计量、国际主要研究机构、科学计划与会议检索梳理、重要研究团队的交流与访谈等方
式，对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进行阶段划分，从历史背景、主要矛盾、可持续维
度、核心内涵、主要承载体、代表性成果、主导国际组织机构（人物）、主要进展、新兴
学科、空间尺度、国际科学计划、标志性国际会议、政策呼吁等方面，归纳总结各阶段
典型特征（表1）。其中，文献计量对1975—2022年进行文献检索，利用Citespace软件对
文献时间、空间分布、发文机构、重要作者、关键词与主题词、高引文献等进行分析。
此外，本文结合Google检索、维基百科（Wikipedia）、重点文献的参考文献分析、国外
图书馆百科全书等查阅与相关学者的讨论，对1975年以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相关
文献进行补充。通过上述研究梳理，本文将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划分为 4 个阶
段：人口增长与资源供给关系—资源承载能力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环境承
载能力研究、人类干扰与生态韧性关系—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研究、人类福祉与自然系统
关系—自然系统承载能力研究（图2）。
3.1 人口增长与资源供给关系——资源承载能力研究

承载能力研究萌芽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人口增长与资源供给为主要矛盾的大背景
下，研究主线是人口与粮食系统、动物种群与生物量的关系，侧重于自然系统的资源属
性指向的承载能力，主要以人口学与生物学领域的土地资源、生物量等单要素承载能力
研究为代表。绝大多数学者将承载能力研究追溯到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论》 [42]。
文中指出，人口的指数增长与食物的线性增长产生的矛盾必将造成食物短缺，这一思想
为承载能力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深刻影响了达尔文及19世纪整体进化论思想。1838
年比利时数学生物学家Verhulst首次用数学表达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和极限假设，提出
著名的人口增长模型——逻辑斯蒂方程[43]。可以说，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指数增长与上限
假设及逻辑斯蒂方程的数学化表达，奠定了承载能力研究的基础[44]。尽管逻辑斯蒂方程
及其假设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到 1922年，美国人口学家
Hawden等将逻辑斯蒂方程及其假设应用于种群生物学研究，并首次将承载能力定义为一
定时期内一个牧场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所能支持的牧畜数量[45]。1943年Leopold提出了类
似的概念，将承载能力定义为生物量所能维系的种群“最大密度”[46]，并提出“人口承
载能力”的概念，即单位面积所能容纳的人口[47]。

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导致了人口快速增长，古典经济学讨论下的土地资源与粮食短
缺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研究人口承载能力逐渐成为主流。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各国相继迎来婴儿潮，人口、土地与粮食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1948年现代马尔萨
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生态学家Vogt发表了著名的《生存之路》，将土地生产食物能力
与环境影响联系起来，呼吁减少消费与限制人口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1949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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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通过对非洲农牧业的研究指出，每一个粮食系统都有一个临界的人口密度，并且将
土地资源承载能力定义为：在不引起土地退化的情况下，一定面积土地所能支持的最大
人口数量[48]。1954年Schaefer定义了一个孤立的逻辑种群在按比例捕捞下的最大持续产
量（MSY），其广泛应用于渔业捕捞与林业管理[49]。几乎在同一时期，马寅初于 1957年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人口急剧增长问题的代表性论著《新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
与资金积累、工业原料、粮食等之间的矛盾，呼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一
阶段承载能力研究在事实上推进了人口学、生物学与古典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其研究
范畴与关键命题一直延伸并争论至今，批评者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50]。
3.2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环境承载能力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与经济规模与强度的增加，承载能力
开始被用来衡量和表达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环境限制。一方面，应用生态学领域将
承载能力应用于牧场、野生动物或自然保护地管理，后将其概念拓展为最大化的种群
（植物/动物）存量、种群的稳定产量、受保护植物的数量、收入与成本决定下的种群
数量等[51-52]。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学家Kuznets提出库兹涅茨曲线，不断增长的人口及其
经济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和限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53]。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是 1962年

表1 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不同阶段特征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特征

开始时间

历史背景

主要矛盾

可持续性指向

核心内涵

主要承载体

承载对象

代表性成果

主导国际组织机构
(人物)

主要进展

新兴学科

空间尺度

国际科学计划

标志性国际会议

政策呼吁

资源承载能力研究

19世纪

英国工业革命：资源
短缺

人口增长与资源供给
矛盾

资源可持续

人口(物种)增长的资
源供给能力

单要素：资源类

人口

《人口论》

马尔萨斯

逻辑斯蒂方程

古典经济学、资源科
学等

区域

-

-

减少人口和消费

环境承载能力研究

20世纪70年代

《寂静的春天》：环境
污染等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矛盾

资源与环境可持续

经济增长的环境极限
与系统崩溃

多要素：资源类、环
境类

人口与经济

《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等

世界模型

环境科学、生态经济
学等

全球与国家

人与生物圈计划
(MAB)

1972年瑞典斯德哥
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
会议(UNCED)

降低经济和人口增长

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研究

20世纪90年代

全球气候变化：极端
天气、干旱等

人类活动与生态退化
矛盾

生态系统可持续

生态系统韧性、多重
稳态与临界点

多要素：资源类、环
境类、生态类

人类干扰

盖亚理论、韧性框架

Holling等

生态足迹、韧性等

应用生态学、人类生
态学等

全球、全球公域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
划(IGBP)

1987年布伦特兰委
员会UNCED、1992
年地球高峰会议

可持续发展与韧性管
理等

自然系统承载能力研究

21世纪10年代

全球危机：粮食危机、
金融危机等

人类发展与自然系统
不稳定运行矛盾

人地耦合系统可持续

自然系统与人类福祉安
全运行边界、杠杆点

自然系统综合要素

人类福祉

地球边界框架

斯德哥尔摩韧性中心等

地球边界、安全公正
空间

地球系统科学、可持续
性科学

全球—国家—区域

“未来地球”计划
(Earth Future)

2012年“里约+20”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多层次的新机构和政策
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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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描述了农药等化学药品对生态的污染，让人们开始正视环
境污染问题，引发了一场不同意识形态均关注的绿色变革，催生了环境科学、生态经济
学等新兴学科。传统工业革命之所以具有反环境的结果，是因为其理论依据是强调经济
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如果说Carson是第一个用事实揭示了工业革命环境恶果的学者，
那么第一个在理论上反对唯经济增长的主流经济思想的则是经济学家 Boulding。他在
1966年发表了《即将到来的太空船地球经济学》一文，将地球比作一只孤独的宇宙飞
船，其供给的资源和污染净化能力都是有限的，且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所有的资源都
将被消耗殆尽[54]。1971年Ehrlich等发表了环境影响方程（I = PAT），揭示了人类消费模
式、技术、基础设施等因素对环境与食物供应的重要影响，并将人类社会所能承受的最
大影响称为承载能力 [55]。在 IPAT 基础上， Waggoner 等 [56]、 York 等 [57] 分别提出了
ImPACT、STIRPAT等变形公式，对揭示环境问题的驱动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图2 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阶段划分与代表性成果
Fig. 2 The stage divisions and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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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最为标志性的成果当属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利用World3
计算机模型模拟资源供应有限与环境可承受情况下经济和人口指数增长的可能性[58]。该报
告认为如果资源消耗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能力的相当突然
和不可控制的下降，此观点迅速引发全球对人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59]。
《增长的极限》试图说服人们认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并在 1972
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宣传。该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
宣言》，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开启了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与人类福祉的
全球对话，推动了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拓展[60]。1992年《超越极限》、2004年《增长的极
限：30年更新》、2012年《2052年：未来 40年的全球预测》、2022年《极限与超越》均
可视为对《增长的极限》的跟踪式研究。相较于资源承载能力研究，环境承载能力更侧
重于人类发展对环境的总损害，而不是仅由人口数量本身来确定，强调了制度设计、人
类价值观、经济和消费模式、以及基础设施的重要性[5, 61]。值得一提的是，后续诸如韧
性、盖亚假说、生态经济等具有影响力的概念与理论，均源于该阶段。同时该阶段衍生
出了生物物理承载能力、社会（或文化、人类）承载能力、旅游承载能力等不同概念，
但均侧重于环境问题的揭示[62-63]。
3.3 人类干扰与生态韧性关系——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研究

在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或破坏引起广泛关注后，生态学家逐渐将系统理论与
生态学模拟模型、政策分析等融合，提出或发展了多重稳态 [64]、生态系统韧性
（Resilience） [65]、适应性能力 （Adaptive Capacity） [66]、扰沌 （Panarchy） [67]、脆弱性
（Vulnerability） [32]等一系列生态系统概念与理论。这些理论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得到
广泛应用，并逐渐形成了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研究范式。至此，承载能力研究不再停留
在机械式的数理计算或阈值判断，而是拓展到系统论、非线性、动态、多层级等多维视
角，产生了多重均衡、复杂适应系统、自组织等概念，逐步发展了应用生态学、人类生
态学等现代生态学理论。更为标志性的事件是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
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此后，承载能力研究逐渐聚焦
到可持续性研究领域，但Brown等指出承载能力与可持续性存在明显的不同[59]。1992年加
拿大生态经济学家Rees提出“占用承载能力（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分析方
法，后重新命名为“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通过“生物生产性土地”量化人
类对自然资源的占用[68]。此后，虚拟水（Virtual Water） [69]、水足迹（Water Footprint） [70]等
概念被提出并引入到国际贸易与水资源评估中，能值 （Emergy） [71]、转 换 率
（Transformity） [72]等概念与方法不断应用于生态系统健康评估。

该时期另一条主线是Lovelock提出的盖亚假说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的成立及其广泛影响[51]。1990年 IPCC发布了第一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
动导致的排放正在大幅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氟氯化碳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
浓度。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也称地球高峰会议），水资源供
需、不可再生能源开发、环境污染排放、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等议题被广泛关注。同
时在政策应对上，经济增长不再被视为环境保护的阻碍，而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5]。承
载能力也因此逐渐成为环境治理市场的监管工具，而不是对经济发展的限制。由此产生
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探讨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时空依赖与共同演化。与
此同时，承载能力被进一步推广应用到不同区域尺度的城市规划、农业与旅游管理等多
个领域，发展并丰富了城市承载能力[14]、农牧最大持续产量[73]、旅游承载能力等外延概
念[74]。如Oh等将承载能力概念应用到城市规划与管理中，开发了城市承载能力评估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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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框架，根据基础设施与土地利用确定开发强度上限[14]。Davis等将旅游承载能力定义为
生态环境在不发生不可逆转或不可接受的恶化且不显著降低用户满意度的情况下，能够
承载的最大游客数量[74]。
3.4 人类福祉与自然系统关系——自然系统承载能力研究

随着气候变化与复杂系统研究的逐渐深入，科学家发现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产生了
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并提出了“人类世”这一新地质时代的概念，以凸显人类活动
在全球变化中的主导地位[75-78]。在生态学领域，人类社会不再被认为是生态系统的局部，
而是与生态系统对等且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态复杂适应系统[31]。面对前所未有的资源环
境压力与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如何确定地球或区域这一复杂适应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
活动上限以及系统内部组织与恢复能力，成为该时期承载能力研究的重点问题[79]。1997
年Meadows首次提出了杠杆点（Leverage Points）概念，将其定义为复杂系统中微小变化
可以产生巨大变化的位置，2008年出版《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从参数、反馈、
规则、目标等方面，探讨了人地系统临界状态与促进可持续转型的方式[80]。受Meadows与
Lovelock等学术思想的启发，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韧性中心Rockström等首次提出了

“地球边界”的概念 [81]，认为地球系统中生物物理过程均存在“安全运行空间”。
Schellnhuber等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专刊撰文，系统地探讨了地球系统临界要素的概念，指
出一旦人类活动的干扰超过了临界条件，地球系统会由一个稳态跳跃进入另一个稳态，
产生突变[82]。2015年Steffen等对地球边界进行了更新与补充，对关键生物物理过程进行
了调整[83]。与2009年的结果相比，除了基因多样性和氮循环仍然处于高风险区之外，磷
循环和土地利用变化也进入了高风险区。在众多国际会议中均能看到地球边界产生的影
响，例如，201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高峰会（Rio+20）上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并于 2015年正式实施；同时发布了未来地球（Earth Future）计划，旨在建立
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的跨学科知识体系与可持续解决方案。其中许多目标的制
定充分考虑了地球边界框架，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资源开发以及陆地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利用等。

然而，一些批评者指出地球边界框架仅适用于全球范围，无法有效指导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环境政策，且仅关注环境保护可能会忽视极端贫困以及其他社会不公平的现
象 [84]。许多学者对国家、流域、城市等不同尺度的安全运行空间或临界点进行了研究，
试图推动其向区域尺度、社会经济维度、政策应用等方面拓展。与此同时，得益于
Ostrom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SES Framework），复杂性空间治理逐渐成为承载能
力政策领域的目标与解决方案[85-86]。Raworth等受安全运行空间的启发，提出了甜甜圈经
济学[87]，并与地球边界团队共同提出了“安全公正运行空间”概念[88]，将社会界限的实
现引入到“地球边界”框架中，试图实现自然系统可持续利用前提下的社会公平。
Dearing等面向区域尺度的政策应用与空间治理，将人类福祉与安全运行空间结合，提出
了人类安全公正运行空间的研究框架，并对中国两个农村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 [89]。
O'Neill等对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公正运行空间进行了量化，指出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在全球自然系统可持续开发前提下满足其公民的基本需求[90]。尽管地球科学领
域的多数学者认为地球边界框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同样引起许多质疑和批评，例
如边界制定中如何体现区域或局域的差异性、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跨级联动效应
等[91-92]。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同样批评指出，无论是环境界限还是社会界限的评估都会受到
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最终的界限设定与否均由政策决定[93-94]。此外，人地系统内部
不同要素在不同尺度的级联与耦合机制，被认为是影响承载能力或边界测算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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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2011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水—能源—食物关联系统的研究框架[95]，采用生命周
期评估（LCA）、多区域输入输出模型、综合评估模型等方法测度。该框架被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FAO）所倡导，不断演化并拓展为土地—水—能源[96]、水—能源—食物—
生态系统[97]等关联系统。但批评者认为该框架缺少对资源获取和分配的讨论，也很难满
足跨时空尺度的数据需求[98]。

4 国外趋势分析与国内重点方向

4.1 国外趋势分析
通过人地关系视角国外承载能力概念演化的过程梳理，可以从基本概念、学科基

础、科学内涵、模型方法、政策支撑等方面，归纳以下研究趋势：
（1）承载能力概念始终不断演化且推陈出新
通过系统综述发现，承载能力不局限于英文“Carrying Capacity”这一词汇，其概念

与研究框架并不固定，而是围绕着不同时代人地关系的突出矛盾，不断推陈出新。由最
初侧重于自然系统一侧、不加限制外部条件且只能解决短期的最大生物种群（人口、牲
畜、野生动植物等）与最大密度等概念，演变并分化为在给定技术能力下生物物理上可
以维持的最大人口规模、在各种社会制度下可以维持的社会福利最大值，再扩展为注重
复杂系统与动态过程下多重均衡和生态韧性、以及不同制度设置、人类价值观和传统经
济消费与分配模式下人类社会可实施扭转生态环境不可逆的最大应对能力。因此，类似

“承载能力是不是伪命题”本身就是伪命题，只有在特定语境与规范性概念的前提下，讨
论承载能力研究的局限才有意义。

（2）由传统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涌出新学科新理论
承载能力概念的演化过程，体现了不同学科发展、融合并不断衍生出新兴学科的发

展趋势。从最初生物学、资源科学、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等相对单一学科视角，通
过不同学科不断的交叉融合，衍生了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可持续性科
学、地球系统科学等新兴学科。学科交叉融合既解决了原有学科承载能力研究的局限，
同时不断产生了新思想新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生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地
球系统科学等领域。20世纪60—70年代产生了大量诸如盖亚、增长极限、韧性、生态经
济等理论思想，对后续扰沌、突变等理论以及脆弱性、社会—生态系统、地球边界等研
究框架均产生了较大影响[2, 99]。学科交叉融合产生新学科新理论的趋势仍在进一步加强。
但人类学家Bennett同样告诫要慎重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94]。

（3）由人地系统某一局部或维度扩展为复杂系统整体
围绕着人地矛盾这一主题，承载能力研究探讨了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生物圈退化

等方面的矛盾，并逐渐扩展至人地关系的系统性矛盾。承载能力研究也因此从资源环境
单一要素研究，扩展到多要素研究，再到综合要素以及复杂性系统的集成研究，旨在回
答不同尺度下人地关系可持续协调的关键科学命题[84, 99]。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
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生态学与社会学复杂适应系统等研究的广泛兴起，无论是时间尺度
还是空间尺度，承载能力基本概念与内涵拓展性研究均有一个明显的量变过程。人地复
杂系统的构成要素、多重稳态与阈值、子系统及内部作用过程与反馈机制、复杂系统治
理等仍是持续至今的研究热点[30, 33, 93]。

（4）新观测技术与模型—数据融合新方法促使时空尺度不断拓展
承载能力研究方法与技术不断革新，从早期基于数理统计的基本分析方法，逐渐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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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以增长极限世界模型为代表的系统动力学方法，再到转向传感器观测与复杂系统的

模型方法，再继续扩展到模型—数据融合的同化技术等[24, 96]。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

学者采用生命周期评估、基于主体的模型、多区域输入输出模型和综合评估模型等，探

讨人地复杂系统内部不同要素的关联关系与耦合机制。随着高性能计算、新的传感器和

网络技术、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等新技术的推进，承载能力研究领域不断衍生出更多适

用于不同尺度的计算模型与模型—数据融合方法[100]。依托新观测技术与模型—数据融合

产生的新方法，有望进一步拓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时空尺度。

（5）对全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空间治理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日益加深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典型框架研究，包括增长极限的世界模型、IPCC全球大气环流

模型、地球边界框架等，均受到新马尔萨斯主义思想影响，从人类社会排放或消耗端、

地球资源的开发程度与强度两个方面，预测了人类不受约束地开发地球生物圈的病态结

果，隐含着安全框架和危机叙事的内容[2, 5, 84]。21世纪以来，极端天气、粮食、能源和经

济危机等不断发生，自然、生态、社会等不同维度的承载能力研究在支撑全球气候变化

应对、不同国家和地方实现 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过程中发挥了越

来越大的作用，衍生了绿色增长（Green Development）、生态现代化（Ecomodernism）、

“去增长（Degrowth）”等政治经济学思想，对国际政治、经济政策、公众行为等均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在全球与区域政治治理和话语体系中产生了更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4.2 国内外对比分析

由于中国资源禀赋差异巨大，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大且增速高，在短短40年内经

历了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工业化、开始注重可持续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与高质量发展等不同阶段。基本国情与阶段特点、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等，均决定了中

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在研究尺度与聚焦问题、主导学科与基础理论、政治治理与话

语体系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别。

中国对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也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如张印堂通过对未来中国农

牧业生产发展的上限进行测算，预估了中国食物生产可承载的人口容量[101]；陈长蘅进一

步从食物、衣物等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角度分析中国土地与自然资源可承载的人

口容量，并提出实行人口政策的必要性[102]。到20世纪80—90年代，承载能力研究仍然以

人口—粮食为载体，由土地承载能力逐步拓展到水资源、环境、生态等多要素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的研究[3, 8, 27]。始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中国地理学者开创了中国

特色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提出了基于资源、环境、生态、灾害等可持续属性集成

的综合承载能力研究范式，建立不同尺度对应不同地域功能的承载能力评价方法，在地

震灾后重建规划[27]、主体功能区划[103]、监测预警长效机制[40, 104]、国土空间规划编制[105]等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政府决策层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重要抓手。围绕区域可持续发展与空间治理的承载能力

研究上形成了中国特色，在系统集成研究、不同类型区应用、区域政策支撑等方面处于

先行或领先地位。未来有望进一步巩固发展并形成理论范式的区域研究，以及更有效发

挥中国话语体系下承载能力的作用，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理论与实践

研究，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提供借鉴。

国外代表性研究聚焦于全球尺度政治框架与空间治理，关注全球粮食危机、环境重

大问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等一系列全球议题；国内研究在全球尺度上滞后于

国外前沿，尤其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模型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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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随着中国政府与学者组织牵头、或深度参与更多人地圈、生物圈等地球系统科学国

际大科学研究计划，中国将可能逐渐主导全球治理与话语体系，在全球尺度上进一步缩

小与国外的差距。此外，国内承载能力的系列研究对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生态保护

与人地和谐共处的宣传教育和价值观塑造还有待于加强。

4.3 国内重点研究方向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与决策应用，具有基础性、复杂性、尺度性、动态性、开放

性等特点。为进一步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科学性与空间治理的精准性，需加强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理论与模型方法论建设，开展典型类型区域研究与政策创新，

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适用性与政策应用能力。本文建议围绕学科融合与理论研究、

尺度效应与机理研究、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研究、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研

究、政策体系与机制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化研究（图3）。

4.3.1 学科融合与理论研究 无论是从承载体——自然系统、还是承载对象——人类社会

系统的视角，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均有较多的理论难题亟需构建和论证，既包含从资

源、环境、生态、灾害等不同要素或属性出发，研究维持承载体及其构成要素的稳定功

能与结构的物理下限，诸如开放系统资源供给上限、环境容量、生态阈值、灾害突变点

等[40, 106-107]；也包括从城镇化、农业生产、社会文化等不同功能视角出发，研究维持人类

社会可持续、公正运行的功能当量上限，诸如承载的人口规模、农牧产量、社会文化容

量等[40, 108-109]。以复杂、非线性、开放、动态系统的人地关系视角，研究综合承载能力及

其不确定性，揭示不同要素、不同功能在系统内外的非线性反馈及耦合机制等基础性问

题，均有待于深化。如何推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从多学科合作转向学科交叉和融

合，并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架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将是未来破解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

图3 国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重点研究方向
Fig. 3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China

2686



11期 王亚飞 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百年研究的系统综述

4.3.2 尺度效应与机理研究 人地关系视角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属于复杂系统科学研
究的范畴，如何在时间尺度上探索系统构成要素与作用关系的过程性、周期性、突变
性、随机性等变化规律，在空间尺度上探索不同空间单元、系统结构与不同层级空间变
异性、相似性、近远程耦合性等尺度效应，均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未来亟需开展的方
向。无论全球与大区域气候变化促使生态系统功能与结构产生态势转换、继而影响区域
尺度人类生产生活系统及内部作用机理的变化，还是全球或地方性的人类社会技术、制
度与认知水平的提升导致人类福祉内涵与生产生活空间组织方式等变化，均将极大提升
人地关系视角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机理性研究的价值[110-112]。如何在跨学科融合与较为完
整理论架构的指导下，围绕全球、大区域、国家、区域到地方不同空间尺度和近期、中
期、长远期等不同时间维，分析揭示时空耦合下承载体与承载对象交互过程、作用机理
与演变规律，将始终是未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重要内容。
4.3.3 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研究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有关时间与空间尺度的函数，刻
画的是格局与过程的耦合关系，揭示的是人地交互作用的机理。其本质上是通过原始值
与余量值的评估测算与跟踪监测，提高对未来潜力值的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同样包含
了预测的不确定性，其建模不仅受制于观测数据与计算能力的约束，同时受到人地耦合
过程与非线性行为的不确定性影响。如何提高观测数据与预测模型计算模拟精度、适用
于不同时空尺度与精度的模型模拟库、以及实现彼此协同的同化技术，均是未来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模型方法研究的要点。未来如何通过模块化和可互操作方式实现复杂系统的
集成，推进社区共建的领域知识专业化与实践分享，实现承载能力模型方法库的更新与
构建，仍是需要广大相关研究人员共同努力的方向。
4.3.4 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研究 由全球治理向区域治理拓展的过程中，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并提供空间治理解决方案的主体——国家、省、市等不同行政管理单
元，以及流域、湾区、城市群等跨行政区域功能单元，在全国及大区域可持续系统中发
挥的不同功能定位，其承载能力应用研究的前提、重点解决问题、可持续目标等差异显
著。流域上下游、海陆统筹等近远程联系与不同资源环境要素耦合机制需要重点考虑。
在较短时期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较为剧烈的区域，包括高原生态脆弱区、干旱半
干旱区、城市群地区、关键流域、海岸带地区等，均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与空间治
理亟待开展的典型区域。加强对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的应用研究，是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研究发挥价值的必经之路。
4.3.5 政策体系与体制机制研究 围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展的政策体系与体制机制研
究，已成为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与重点内容。国家机构改革与决策部门对
自然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将围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政策体系、
长效机制等构建提出新的时代命题。从自然资源管理、环境协同治理、生态保护与价值
实现、灾害防治与应急管理等方面，研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具有政策价值的杠杆点，提
出适应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与调控方式，健全面向不同层级和治理
单元的政策、规范、法律等，建立多方协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均
是未来亟待开展的工作。

5 结论

本文从地理学人地关系的视角，对国外两个多世纪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进行了
系统回顾，归纳不同阶段的概念演化与主要特征，通过国外研究趋势分析与国内外对比
分析，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未来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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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承载能力的概念根植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在不同人地矛盾突出的
历史背景下不断演化，由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生物圈退化等方面的矛盾，并逐渐扩展
至人地关系的系统性矛盾，由此可归纳为资源承载能力研究（始于19世纪）、环境承载
能力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然
系统承载能力研究（始于21世纪10年代） 4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概念演化，得益于跨学
科交叉融合与新学科新理论的产生，也得益于新观测技术与模型—数据融合新方法的不
断出现，从而促使承载能力相关系列研究对全球、区域可持续发展与空间治理的影响力
和渗透力日益加深。

（2）由于承载能力在国外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
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与适用范围，因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概念的讨论与使用需要
加以约束和明确。由于承载能力研究往往与政治经济学理论挂钩，争论的焦点在于知识
技术进步、市场机制等与时空有限性的不同看法。即使是现阶段被认为是最大成功的地
球边界研究框架，也同样引起社会科学的广泛批评，且难以降尺度应用到区域尺度。但
从人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出发，发展或深化不同尺度的承载能力研究，已经成为普遍
共识。

（3）中国当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概念与研究框架，几乎对应于国外自然系统承载
能力研究阶段（始于21世纪10年代）。其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主要由地理学者引领，从人
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出发，侧重于区域尺度，解决区域可持续发展与空间治理问题，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承载能力研究体系，对国外区域尺度研究具有借鉴价值。但在全
球尺度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模型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间，导
致中国在全球治理与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或主导权有限，中国方案的传播与交流仍有待加
强。因此，未来仍需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深化在学科融合与理论、
尺度效应与机理、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政策体系
与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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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stematic review of centenary studies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WANG Yafei1, 2, 3, FAN Jie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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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ing capacity, a concept entrenched in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field for nearly two centuries, has continually evolved to address the conflict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human- nature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arrying capac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human- nature relationship.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rogression of intern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studies, analyzes
global research trends, and compares these with Chinese studies, highlighting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hina. Historically, carrying capacity traces its roots to (neo)Malthusian theories.
Its evolution spans four distinct stages: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since the 1800s),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since the 1970s), ecosystem carrying capacity (since the
1990s), and natural system carrying capacity (since the 2010s). The concept of carrying
capacity varies widely across global disciplines and even within the same discipline,
showcasing diverse applications. Carrying capacity has sparked controversy due to its
conne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arket
mechanisms, and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straint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engage in a
restrained and explicit discussion and application of carrying capacity. Presently, China's
carrying capacity studies align close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pitalizing on
regional-scale studies employing a holistic and systematic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approach.
However,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enhancement in terms of global-scale perspec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proposes
fostering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is entails integrating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theories, exploring scal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utilizing model- data fusion and integration, applying case studies in various
spatial units and typical zone types, and improving policy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Keywords: human- nature relationship;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the limits to growth;
planetary boundaries; spat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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